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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　要] 在史學、文獻整理、文學和教育等諸多領域,東漢班昭都有所建樹,因此無愧於“才高博學”的美譽,並且完全有資格躋身于文化名人之列。以她為個案,可以發現家庭是影響古代女性成才的至關重要的因素。傳統的價值定位、史書記載上的片面與缺漏,使得古代知名的知識女性寥若晨星。
　
在中國古代,婦女被排除在正規教育之外,所以在文化史上取得突出成就的女性屈指可數,東漢的班昭即是其中之一。憑藉其淵博的學識、多方面的才能,她完全有資格躋身于文化名人之列。
一
班昭,扶風(今陝西咸陽)班彪( 3 - 54 年)之女,同郡曹世叔之妻,字惠班,一名姬,又被尊稱為“曹大家”(此處“家”之音義與“姑”同) 。史籍讚譽她“博學高才”[ 1 ] 2781。她對《漢書》做過整理、補充和講解的工作,《漢書》的成書和流傳離不開她的功勞。其父班彪“既才高而好述作”,有感於司馬遷《史記》只記到西漢武帝太初年間,之後的史實“闕而不錄”,雖有揚雄、劉歆等人做過“綴集時事”的工作,“然多鄙俗,不足以踵繼其書”。[ 1 ]1324於是作《後傳》數十篇,以彌補《史記》留下的缺憾,可惜書沒寫完就去世了。長兄班固(32 - 92年)繼承父親遺志,潛心編撰《漢書》。他歷時二十餘載,共完成紀十二篇,傳七十篇,志九篇。八表和《天文志》還未來得及寫完,就因受外戚竇憲的牽連,先被免官,後遭仇家洛陽令種兢報復,死於獄中。後來,和帝對班固之死感到十分痛惜,嚴懲了負責此案的官吏,並把踵成《漢書》的任務交給班昭。
因受家庭環境的薰陶,班昭自幼熟讀儒家經典和各類史籍,逐漸掌握了豐富的歷史和天文知識,寫作能力也得到鍛煉,所以完全有能力完成父兄的夙願。她受詔來到東觀藏書閣後,發現《漢書》原稿已很“散亂”,於是她首先進行“校敘”的工作。[ 2 ]所謂“校敘”,即校正書稿中的錯誤,編排前後次序。要把《漢書》這樣的鴻篇巨制重新整理出來,可想而知勞動量是多麼巨大,所以在完成此工作並寫就八表之後,班昭已心力交瘁。在征得鄧太后同意的情況下,她邀請經學家馬融之兄馬續撰著《天文志》。
毫無疑問,八表中有班昭的貢獻,至於哪些內容出自她之手,實在難以考證。梁玉繩根據《漢書·敘傳》裏有諸表小敘,推斷諸表“科段並出固手,昭特覆更綴輯爾”[ 3 ] 。按照他的看法,各表名目的設立以及表前論述性文字都是班固所為,班昭只是依據史實填寫表格罷了。即使如此,這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,需要對大量的史料進行梳理、考證和選擇。正因班昭做了這項工作,《漢書》全書才得以完成。
班氏父子為著《漢書》,幾經波折,最後在班昭的努力下,終於玉成此事。可以說,《漢書》是班氏三人心血的結晶,而班昭則是首位參與編寫正史的女歷史學家。由於《漢書》記錄著許多古代的辭彙和典章制度,所以當它剛問世時,人們很難讀懂,就連當時著名的學者馬融也“伏于閣下, 從昭受讀”[ 1 ]2785。《漢書》的訓釋在後來發展成為一門專門學問,顏師古《前漢書敘例》和王先謙《漢書補注序例》中,都列舉了一批注釋《漢書》的人。班昭應當算作第一個訓釋《漢書》的人,遺憾的是,班昭並未將自己講授的內容記錄、整理下來,她對《漢書》的解釋僅保存下來隻言片語,散見於司馬貞、張守節、顏師古等人的注釋中。
班昭不僅講解過《漢書》,還為劉向的《列女傳》和班固的《幽通賦》作過注釋。《列女傳》後經傳寫,注文已佚。曾鞏在《〈古列女傳目錄〉序》中說:“劉向所敘《列女傳》凡八篇,事具《漢書向列傳》,而《隋書》及《崇文總目》皆稱‘向《列女傳》十五篇,曹大家注’。以《頌義》考之,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,與《頌義》凡十五篇,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,非向書本然也。”[ 4 ]1果真如此的話,那麼班昭還增補過《列女傳》。然而這僅是推測,並無旁證。班昭為《幽通賦》作的注則被《文選》收錄。《幽通賦》是班固年青時的作品,《漢書·敘傳》記:“(班固)弱冠而孤,作《幽通》之賦,以致命遂志。”何謂“致命遂志”,顏師古引劉德注曰:“致,極也。陳吉凶性命,遂明自之意。”[ 5 ]也就是探討人生,抒寫抱負。在賦中,班固以大量的古事,說明人應修道俟命的道理。班昭身為班固的胞妹,和作者有著共同的家世,對其心跡、志向也十分瞭解,由她來詮釋作品的意蘊是最恰當不過的了。作為一位精熟史實和典籍的學者,她講解起文中所用的典故更是得心應手。賦中多數句子經她串講,理解起來就容易多了。
二
除了為別人的文章作注,班昭本人也寫作各類文章,史載:“所著賦、頌、銘、誄、問、注、哀辭、書、論、上疏、遺令,凡十六篇。子婦丁氏為撰集之,又作《大家贊》焉。”[ 1 ]2792然而現僅存四篇賦作、兩篇疏奏和一篇女教的開山之作———《女誡》,存目的有《欹器頌》①和《難周季貞問神》②。
賦中的代表作是《東征賦》,為《文選》所收。李善注曰:“《大家集》曰:‘子谷為陳留長,大家隨至官,作《東征賦》。’《流別論》曰:‘發洛至陳留,述所經歷也。’”[ 6 ]賦中抒發了她離開京城的悲愴之情,途中所見中原故地的人文景觀又引發她的思古幽情,其中一段寫道: 曆七邑而觀覽兮,遭鞏縣之多艱。望河洛之交流兮,看成皋之旋門。既免脫於峻嶮兮,曆滎陽而過巻。食原武以息足,宿陽武之桑間。涉封丘而踐路兮,慕京師而竊歎。小人性之懷土兮,自書傳而有焉。遂進道而少前兮,得平丘之北邊。入匡郭而追遠兮,念夫子之厄勤。彼衰亂之無道兮,乃困畏乎聖人。悵容與而久駐兮,忘日夕而將昏。到長垣之境界,察農野之居民。睹蒲城之丘墟兮,生荊棘之榛榛。惕覺悟而顧問兮,想子路之威神。衛人嘉其勇義兮,迄於今而稱雲。蘧氏在城之東南兮,民亦尚其丘墳。唯令德為不朽兮,身既歿而名存。惟經典之所美兮,貴道德與仁賢。吳劄稱多君子兮,其言信而有征。後衰微而遭患兮,遂陵遲而不興。知性命之在天,由力行而近仁。勉仰高而蹈景兮,盡忠恕而與人。好正直而不回兮,精誠通於明神。庶靈祇之鑒照兮,佑貞良而輔信。[ 7 ]366
她經行七個縣城,路遇險阻。沿途荒涼的景色,不禁使她懷念起京師的繁華,從而生髮出“君子懷德,小人懷土”的感慨。來到古時的衛地,她自然聯想起與此地有關的三位古代賢士。過匡時,她有感於孔子遭逢亂世,被匡人誤以為是曾危害于此的魯國陽虎而受拘禁;經蒲時,感念孔子弟子子路,在其為蒲邑大夫時,勇赴孔悝之難,如今蒲城雖淪為荊棘叢生的廢墟,但子路的勇義仍為人稱道;到達蘧,她想起“邦有道則仕,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”的衛大夫蘧伯玉,至今百姓還上墳祭奠他。由此,她得出“唯令德為不朽兮,身既歿而名存”的結論。根據衛國多君子而無患,失君子而衰微的史實,她認為當政者應“知性命之在天,由力行而近仁”,因為上天庇護輔佐的乃是誠信賢明之人。
經過一番遊歷,先前離開京都的惆悵情緒漸漸得以平復。在最後的“亂辭”中,班昭寫道:“君子之思,必成文兮。盍各言志,慕古人兮。先君行止,則有作兮。雖其不敏,敢不法兮。”[ 7 ]3662367說明此賦是效法父親所為。班彪曾寫過《北征賦》,而在他之前,劉歆的《遂初賦》開拓了漢賦的一個新題材———紀行。班昭延續前人覽古寄慨的寫法,為紀行賦的發展做出了貢獻。其後, 又有蔡邕作《述行賦》。《文選》中,把紀行列為一類。然而,提及漢代紀行賦時,人們往往只注意到劉歆、班彪和蔡邕,而忽略了班昭,這是極不應當的。較早認識到班昭紀行賦價值的是聶石樵,他認為《東征賦》中的思想見解雖非獨特,但文風古淡,“是紀行賦中之重要篇章”。[ 8 ]
他還把《東征賦》與《北征賦》作比較,評論道:“《東征賦》的感情描寫更為細膩,作者把內心的矛盾和苦悶曲折而真實地反映出來,強自開解而又無可奈何,低回往復。”[ 9 ]可以說,這些評價是十分公允和精闢的。
在宮廷中,“每有貢獻異物, 輒詔大家作賦、誦”[ 1 ]2785。《大雀賦》即受詔應制之作,內容上不免
72歌功頌德、粉飾太平,具有宮廷文學的特點。此賦是同類作品唯一保留下來的,應證了相關的史實。班昭還寫作了兩篇精緻的詠物小賦:《針縷賦》和《蟬賦》。《針縷賦》中描述針線“形微妙而直端”、“性通達而漸進”、“退逶迤以補過”[ 7 ]369的形態和功用,明顯有所比配。《蟬賦》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篇詠蟬的作品,因此班昭有拓寬詠物題材之功。賦中“當三秋之盛暑,陵高木之流響。融風被而來游,商焱厲而化往”[ 4 ]371等數句,也頗見神韻。
她的兩篇奏疏也很出色,引起了最高統治者的重視。一篇是請求和帝批准其兄班超( 32? - 102年)的辭呈。永平十六年( 73年) ,班超跟隨竇固出擊匈奴,首建戰功,初步顯現其軍事才能,隨後被竇固派去出使西域。從此班超開始了在西域的活動,與漢朝抗擊北匈奴的鬥爭互為呼應。永元六年( 94年) ,班超經過長年艱苦奮鬥,終於平定了西域,被東漢政府封為定遠侯。永元十二年(100年)班超上書請求辭歸故鄉,然而未獲批准。出於對兄弟的憐憫和對國事的擔憂,班昭上書和帝。
在文中,班昭首先提及班超出使西域的功績和朝廷對他的封賞,接著指出班超在西域已服務了三十年。三十年來,“骨肉生離,不復相識”。與他同時的好友及隨行人員都已亡故,而班超最為年長,馬上快滿七十歲了,“衰老被病,頭髮無黑,兩手不仁,耳目不聰明,扶杖乃能行”,身體狀況十分堪憂。如果繼續讓他留任,面對素來畏壯侮老的少數民族,則“恐開奸宄之源,生逆亂之心”。一旦突然爆發政變,班超將無力控制局面。事關重大,而朝廷卻置若罔聞,班超“延頸逾望,三年於今,未蒙省錄”。[ 1 ]1584班昭擔心再這樣苟且應付下去,早晚要出事,國家對西域幾世的辛苦經營將前功盡棄,將士們捨生忘死所作的犧牲也將付諸東流。所以她急切地盼望朝廷能有遠慮,派出適當的人選前去接替班超,以保持西域的長久穩定。
為了進一步打動和帝,班昭以古喻今,多方陳說。她援引古代“十五受兵,六十還之”的制度,懇請標榜“以至孝理天下”的皇帝能體恤班超,讓他在有生之年回到漢朝。兩位古代賢明君主愛民惜物的事蹟也被班昭採擷入文:周文王築靈台時,死人的枯骨尚能重新安葬;魏文侯在老師田子方的勸說下,也能讓老馬重回馬廄。為說明班超辭職是一件兩全其美的事,班昭還引用《詩經·大雅》中“民亦勞止,汔可小康。惠此中國,以綏四方”的詩句,以加強說服力。
在文章的結尾,為使和帝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,從而決定好班超的去留,她效法趙括之母和齊桓公衛姬的做法,事先為家人開脫罪責。當然這絕非危言聳聽,實際情況即是如此。所以在審閱了班昭的奏疏後,和帝斷然決定召回班超。永元十四年( 102年)八月,年屆七十歲的班超終於回到漢朝。當年九月,就因病去世了。
班昭的這篇奏疏語氣委婉含蓄,說理充分透徹,抒情色彩濃厚,很能說服人、感染人。由於其中穿插了大量四字句,故而讀來琅琅上口,鏗鏘有力。用典和引用詩句,一方面顯示其深厚的學養,另一方面也使文采斐然。因此,這篇文章成為世代傳誦的散文名作。
從這篇文章中也可看出,班昭對時局非常瞭解,明辨事理的能力很強。因此鄧太后對她十分信任,經常與她討論政事,“以出入之勤,特封子成關內侯,官至齊相”[ 1 ]2785。永初四年(108年)十月,大將軍鄧騭因為母親新野君去世而呈請辭官守制。鄧太后不想應允,為此特向班昭請教。於是,班昭上書闡明自己的觀點。
在奏疏中,班昭一語道破鄧太后的心思,指出太后不同意鄧騭辭職是因當時局勢不穩定。然而出於更深層次的考慮,班昭認為對待權力更應具有“謙讓之風”、“推讓之誠”。伯夷、叔齊和周太伯因此而受人仰慕,揚名於後世。《論語》中也說:“能以禮讓為國,于從政乎何有。”[ 1 ]2785③在此,班昭決不是迂腐地說教,而是針對現實、有感而發。這裏所說的“謙讓”、“推讓”,實際上是指外戚對於皇權要禮讓。班昭希望鄧太后擺正外戚在國家政治中的位置,答應鄧騭乞身行服的請求,這樣亦可使時人因四位國舅把持國政而引起的不滿情緒有所平息。班昭的意見很中肯,因而被鄧太后採納。
東漢時期,頻頻出現因外戚與皇室衝突而引發政治危機,但在鄧太后執政的十六年間卻從未出現此類情況。原因有多種,但不可否認,作為老師和參謀,一向“有節行法度”[ 1 ]2784的班昭對鄧太后產生過良好的影響,這篇奏疏即是明證。從語言表達來看,這篇奏疏不足三百字,然而言簡意賅,富於氣勢,具有很強的說服力,也是一篇不錯的政論文。
三
班昭還寫作了一篇影響深遠的文章———《女誡》。在序言中,班昭交代了寫作動機: 鄙人愚暗,受性不敏,蒙先君之余寵,賴母師之典訓。年十有四,執箕帚于曹氏,於今四十餘載矣。戰戰兢兢,常懼黜辱,以増父母之羞,以益中外之累。夙夜劬心,勤不告勞,而今而後,乃知免耳。⋯⋯但傷諸女方當適人,而不漸訓誨,不聞婦禮,懼失容它門,取恥宗族。吾今疾在沉滯,性命無常,念汝曹如此,每用惆悵。閑作《女誡》七章,願諸女各寫一通,庶有補益,裨助汝身。去矣,其勖勉之! [ 1 ]2786
班昭生活的東漢時期,豪族地主經濟得到很大發展。為了利用血緣紐帶以加強政治和社會勢力,豪族地主階級強化了族權、父權和夫權,位於大家庭底層的媳婦的處境更加艱難。為了使自家行將出嫁的女兒們不至於遭受不必要的挫折,班昭拿出自己四十多年做媳婦積攢起來的經驗現身說法,用心可謂良苦。
《女誡》共七章。第一章《卑弱》為總綱,談女性的地位。自古以來男尊女卑的觀念,導致女性地位低下、動輒得咎。面對嚴酷的現實處境,班昭首先教導家中待嫁之女要明白自己的身份低人一等,只有做到這一點,才能以謙讓恭敬的態度去侍奉公婆和丈夫,才能任勞任怨地擔負起操持家務、供奉祖先的職責,最終在家裏站穩腳跟。第二章《夫婦》、第三章《敬慎》和第五章《專心》講夫妻關係。班昭指出,夫婦是人倫中重要的方面,兩者都應加強道德修養,因為“夫不賢, 則無以禦婦; 婦不賢, 則無以事夫”[ 1 ]2788。但當時只重教男不重教女,導致婦女不知禮義,不能很好地侍奉丈夫。繼承陽剛陰柔的傳統觀念,班昭提出了“女以弱為美”的看法,並指出對丈夫敬順是“婦之大禮”。在她看來,丈夫是妻子的主宰,妻子必須一心一意地對待丈夫,做到專心正色、貞靜自守。第六章《屈從》談對待公婆的態度,班昭認為無論公婆對錯,都必須曲意順從。第七章《和叔妹》談處理好與丈夫弟妹的關係,她認為他們的毀譽直接影響到公婆對自己的好惡,要贏得叔妹的好感,態度就必須“謙順”。
第四章《婦行》專門講婦女的品行修養:女有四行:一曰婦德,二曰婦言,三曰婦容,四曰婦功。夫雲婦德,不必才明絕異也;婦言,不必辯口利辭也;婦容,不必顏色美麗也;婦功,不必工巧過人也。清閒貞靜,守節整齊,行己有恥,動靜有法,是謂婦德。擇辭而說,不道惡語,時然後言,不厭於人,是謂婦言。盥浣塵穢,服飾鮮潔,沐浴以時,身不垢辱,是謂婦容。專心紡績,不好戲笑,潔齊酒食,以奉賓客,是謂婦功。此四者,女人之大德, 而不可乏之者也。[ 1 ]2789
“四行”即“四德”,最早見於《周禮·天官》“九嬪”條,班昭是第一個詳細解釋這四種道德標準的人。她對婦女的日常行為提出了具體的要求,諸項要求中,蘊含著某些合理的內容,如要注意說話技巧,做到不惡語傷人,不惹人厭煩;定時洗浴,講究衛生,等等。這些對於保持家庭和諧與身體健康,都是有益的。然而“四行”中的消極面無疑是主要的,尤其是四個“不必”的限制,反映出當時社會上輕視婦女個體價值的傾向。宗法制下的家庭對於婦女的定位很低,只要求她們專心、馴服地為家庭服務,而無需在這四個方面有突出的表現,她們個人的才能、愛好和願望受到壓抑和忽視。其中,“不必才明絕異也”的限制在後世演變為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,女性個體價值遭到徹底的排斥。

《女誡》是第一篇較為系統地闡述為婦之道的義理性文章,是班昭在繼承傳統女教思想的基礎上,結合切身感受撰寫而成的,因而具有很強的指導性。該文章問世後,“馬融善之,令妻女習焉”[ 1 ]2792。《女誡》的影響在當時就已超出作者的家庭,後來《女誡》更成為通行的女子教材。明末清初儒者王相把班昭的《女誡》、唐代女學士宋若莘的《女論語》、明成祖徐皇后的《內訓》和自己母親劉氏的《女範捷錄》輯錄在一起,合稱為“女四書”。如同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必讀四書一樣,婦女也必讀這四篇文章。因為寫作了《女誡》,班昭還被後世譽為女教聖人。

此外,班昭還多次被召入宮中充當後妃的老師,她曾教授鄧太后經書、天文、算數。傳授的科目既多,足見其知識之廣博。從她的教育實踐來看,她不愧為一位大教育家,她教授的物件不限於女性,內容除文化典籍、為婦之道外,還涉及自然科學知識。

總之,班昭在史學、文獻整理、文學、教育等諸多領域都有所建樹,因此無愧於“才高博學”的美譽,稱她為文化名人也毫不為過。她去世後,鄧太后親自為她“素服舉哀”,並派使者“監護喪事”。[ 1 ]2792能享有如此殊榮的人,可謂絕無僅有。
四

若以班昭為個案探討中國古代女子成才的規律,我們不難發現家庭因素占主導。正如清代康熙年間女教育家李晚芳在《讀史管見》自序中所說:“昔班昭以一女子纘父兄之業,成漢代之書,與龍門頡頏千古,才故天授,亦由其遇使然也。使昭生長窮鄉,無父兄為先路,何由得縱觀朝廷典制、為聖主信任以大肆其手筆哉! ”[ 10 ]李晚芳承認班昭是天才,但更強調“遇”,即孕育她成才的家庭環境。如果離開了父兄的培養和引導,班昭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的。就撰史而言,如果沒有父兄篳路藍縷之功,班昭就不可能奉旨續寫《漢書》,也無緣接觸洛陽南宮東觀藏書閣裏豐富的文獻資料。

在紙張發明以前,文字的主要載體是簡牘、縑帛。簡牘很笨重,縑帛又太昂貴,故而書籍在社會上的流通量相當少。再者,經歷秦始皇的焚書和秦末的兵燹之後,古籍被毀和散佚的情況十分嚴重。所以在教育資源短缺的狀況下,出身學者家庭的女性有著獲取知識的得天獨厚的條件。章學誠在論及班昭之所以能成就“擴千古之所無”的業績時,由衷地感慨道:“然專門絕學,家有淵源,書不盡言,非其人即無所受爾。”[ 11 ]漢代學者將知識傳授給家中男子時,有時女子也在受教育之列。一些知識女性因為繼承“專門絕學”的緣故而能以薪傳火,成為知識的傳承者,如協助父親傳《尚書》的伏生之女,以及將記憶中的四百多篇文章抄送給曹操的蔡琰。最初有關《漢書》的知識的傳播也是如此,班氏父子傳給班昭,班昭再傳給馬融等十位由朝廷選派的“高才郎”。可見,班昭等知識女性為保護文化遺產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
班昭能取得文學上的成就,也和其家庭有很大的關係。她的祖姑母班倢伃也是一位擅長辭賦的作家,名下有《自悼賦》和《搗素賦》兩篇作品傳世。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,一門而出現兩位知名的女作家的情況實屬罕見,家庭的因素不容忽視。班倢伃的兄弟班伯、班斿皆是文學俊才,班昭的父兄自不待言。除家庭文學氣氛的薰染外,上層社會對辭賦的喜好也起到催化的作用。《漢書·王褒傳》記:“太子(即後來的元帝)喜褒所為《甘泉》及《洞簫頌》,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。”[ 12 ]遺風所及,班倢伃可能受到感染,並把辭賦當作情感的載體而進行寫作。而和帝與鄧後也愛好辭賦,班昭則不時奉詔作賦。當時取得此資格的人一般限於男性,這說明她寫作辭賦的才能得到充分肯定。據史書記載,東漢的文士一般都寫有賦作。但大多數的作品湮滅于歷史的長河中,保存下來的多是精品。班昭有數篇辭賦名世,也有力地證明了她的創作實力。

然而即使像班昭、蔡琰這樣可令同時代諸多男子難以望其項背的知識女性,也是以妻子的名義入傳的。這說明在禮教所維護的男權社會裏,女性沒有自己獨立的身份。社會對男女評價標準的不同,也使得某些在文化領域取得突出成就的婦女聲名不顯。古代史書記載人物往往男詳女略,男則分列子目,敍述事實;女則統統納入《列女傳》且偏重貞孝節烈。就班昭傳而論,佔用很大篇幅抄錄《女誡》全文,對於其生平事蹟卻介紹得十分簡略,這使得她的多方面的成就不易被人充分瞭解。教育的普遍缺失,“婦奉箕帚而已”[ 1 ]2796的價值定位,本來已嚴重阻礙女性成才,史書記載上的片面與缺漏更使知名的知識女性寥若晨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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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釋:①《昭明文選》卷四十二《與吳季重書》李善注曰:“曹大家《欹器頌》曰:‘侍帝王之密坐。’”( P593)

②《太平御覽》卷五百二十一引《三輔決錄》曰:“周季貞,班固姊之子也。善屬文,喪婦,作《問神》,其姨曹大家難之。”見《四庫全書》本。對班昭的作品,顧砌三、張鵬一做過考證,見《歷代婦女著作考》卷一。顧砌三認為班昭還著有《女史箴》,他依據的是宋人俞文豹的《吹劍錄》。《吹劍錄》雲:“班姬《女史箴》有《婦行篇》。”見《四庫全書》本。但漢代以後的人多稱班倢伃為班姬,故實在難以確定《女史箴》即為班昭所作,況且《女史箴》也已亡佚,無法從內容上來考證。
③《論語·裏仁》的原話是:“能以禮讓為國乎,何有?”意思是執政者能講究禮讓,則於國事不難。班昭在引用時可能為了說得更明白,遂略作改動。

期刊出處：中國石油大學學報(社會科學版) 2006年10月 第22卷　第5期 71-75頁

PAGE  
10

